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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朱元璋的礼法兼用与重典治吏

凡研究朱元璋之治国举措者，无不认为其严厉刑罚、重典治吏

是一鲜明特色，但对其礼乐教化论及较少。实际上，朱元璋是将法

制和礼教有机结合在一起加以使用的，并且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一

朱元璋在反元起兵、攻克南京不久，就意识到了想成就事业必

须建立纲纪的必要性。这种纲纪，也就是要让人们遵循封建礼法制

度。他针对元末天下大乱、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统治阶级纲纪荡然

无存的状况，引以为深刻教训，一针见血地指出重建封建纲纪的重

要性：

建国之初，当先正纪纲。元民昏乱，纪纲不立，主荒臣专，

威福下移，由 ⋯礼是法度不行，人心焕散，遂至天下骚乱。

法，国之纪纲，礼法立，则人志定，上下安。建国之初，此为先

务。

建国之初，朱元璋首先从恢复纲纪入手，把被农民起义破坏的

封建礼法制度重新确立下来，以达到强化专制统治的目的，这就是

“明礼以导民，定律以绳顽”。

朱元璋建立了一整套维护封建国家机器的制度，使整个国家，

上至王公大臣，下至平民百姓，处事都有可以遵循的法则和规范。

①《明太祖实录》卷一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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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推行的礼制就是让每个人在国家中都有自己的名分，“礼立而上

下之分定，分定而名正，名正而天下治矣”。为此，他让人专门研究

如何制定礼制以符合建国以后的统治。在颁布各种礼制时，他充分

吸取了前人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力图使各种新礼制为人们所

接受。朱元璋曾告诫中书省官吏确立礼制的重要性：

昔帝王之治天下，必定礼制，必辨贵贱，明等威。是以汉高

初兴，即有衣锦绣绮榖、操兵乘马之禁，历代皆然 近世风俗相

乘，流于奢侈，闾里之民，服食居处与公卿无异，贵贱无等，僭

礼败度，此元之所以失败也。中书其以官民房舍、服色等第，明

之禁条，颁布中外，俾各有所守，以正名分。

朱元璋还召集许多儒生从事礼仪纲纪制度的研究和编撰。因

此，明开国不久，几部主要的礼制如《洪武礼制》等相继颁布，这些

礼制对官民在礼仪、服饰、器用、待遇、言行、举止等方面都作了严

格而细致的规定。礼制对作为统治阶级的各级官吏而言，是要他们

维系以品级为中心的尊卑等级制度；对普通百姓而言，则是要他们

服从统治阶级的管理和统治，不能有反抗的举动。很显然，礼制是

朱元璋巩固统治的根本大法之一，是要求每个人必须遵循的处事

原则。为了保证礼制的贯彻执行，必须要有对不遵循礼制而进行惩

罚的法律制度，才能达到“明律以导民，定律以绳顽”的目的。在制

定礼制的同时，他让李善长、刘基等重臣根据《皇律》制定出一部适

年）颁行的《大明应明代社会的法律，这就是洪武七年（ 律》。

几年后，朱元璋认为仅靠《大明律》对一些重大案件仍难以处理，于

是又汇集一批法外加刑的大案，根据自己的批示，让人编成《大

诰》、《大诰续编》、《大诰三编》和《大诰武臣》，加重对谋反、贪赃等

行为的处理。以上礼仪制度和法律制度的颁布，标志着明代封建专

制体制下的纲纪在遭受元末农民大起义冲击而被瓦解后的重新建

①《洪武圣政记 定民志》



第 3 页

立。明初礼法制度就其周密性、颁布的时间之快、执行之迅速而言

都超过了前代，这是与明代封建专制集权程度的加强相适应的。礼

法制度的密切结合，成为朱元璋维系专制主义皇权统治的主要工

具。

二

朱元璋在推行礼法制度时，与前代相比较，有其鲜明特点

首先，在完善礼法制度的同时，开展强有力的宣传，大编相关

的书籍。根据不同阶层，分别灌输敬天、忠君、孝亲、修身等封建伦

理 对皇亲国戚专门编写了《皇明祖训》、《永鉴录》、《昭鉴录》思想。

等；对官吏朝臣编有《资世通训》、《世臣总则》、《精诚录》、《忠诫录》

等；对将领编有《武臣大诰》、《忠君烈士书》等；对平民百姓编有《孝

慈录》、《律令直解》等 并将其礼法制度列入学校学习和科举考试

的内容。为了让所有人都了解礼法制度方面的内容，朱元璋曾发动

全国读书人背诵《大诰》。《明太祖实录》卷二一四有如下记载：

天下府州县每里置塾，塾置师，聚生徒教诵御制《大诰》，

欲其自幼知所循守，阅三岁，为师者率其徒至礼部背诵，视其

诵多寡次第赏之。

在农闲季节，还让各地府、州、县学生及教师担任讲解员，到各地去

宣传《大明律》、《大诰》等，以便让各地老百姓都知道这些法令。朱

元璋还让这些担任讲解员的学生来京觐见，以资鼓励 由学生担任

年）来朝者竟多达的讲解员在洪武三十年（ 十九万人以上①，

可见其宣传规模之大。在这种全国性的宣传下，使许多农民都能诵

读《大诰》，从而领会了法律精神，也减少了犯罪现象，安定了社会

秩序。

其次，在各地大建“申明亭”，对礼法制度加以宣传“。申明亭”

①《明太祖实录》卷二五三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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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是让老百姓都知道国家的法令，从而严格约束自己。“申明

亭”始建于洪武五年（ 年）二月。对建亭之目的，朱元璋表达的

非常清楚：

上以田野之民不知禁令，往往误犯刑宪，乃命有司于内外

府州县及其乡之里社皆立申明亭。凡境内人民有犯，书其过，

名榜于亭上，使人有所惩戒。

“申明亭”建立之初，由于地方官对榜于亭上之人事标准掌握

不准，因此引起了一些百姓的不满，未起到应有的效果。于是在洪

年），朱元璋进一步提出强化“武十五年（ 申明亭”的作用，强

调要把发生在当地的重要案件及其犯人之名书于亭上，而对一般

过错则不书于亭上，以区分不同矛盾，减少打击对象，对后人起到

警戒和教育作用。他说：

自今犯十恶奸盗、诈伪、干名犯义有伤风俗及犯赃至徒

者，书于亭，以示惩戒 其余杂犯，公私过误，非干风化者，一切

除之，以开良民自新之路。②

“申明亭”还书写地方官吏的罪状，起到了宣传和布告法令的

功能，让过往的人随时都能看到、认识到犯什么罪判什么刑，实际

上“，申明亭”还具有民间基层法庭的性质。为了保证“申明亭”的效

果，明政府还严禁拆毁“申明亭”，下令“凡拆毁‘申明亭’房屋及毁

板榜者，杖一百流三千里” 。

再次，大办社学。如果说建“申明亭”是为了普及法制教育的

话，那么大办社学，则是为了宣传礼制教化。明初除了在国子监及

郡学（州县学）广泛对学生进行礼法教育之外，朱元璋还惟恐普及

程度不够，又让各地大办社学，让没有进入国子监和郡学的青少年

①《明太祖实录》卷七二

②《明太祖实录》卷一四七

③《大明律 杂律》



第 5 页

及各行业百姓也得到受教育的机会，以灌输他的礼制与法制相结

合的思想。对于民间社学功能，朱元璋曾说：

昔成周之世，家有塾，党有庠，故民无不知学，是以教化行

而风俗美。今京师及郡县皆有学而乡社之民未睹教化，宜令有

司更置社学，延儒师以教民间子弟，庶可导民善俗也

年）开办，遍布于全社学于洪武八年（ 国各地城乡，主要

学习内容是儒家经典及洪武年间颁布的礼制与法制的书籍，由当

地知识分子授课，学生除未入郡学的青少年外，还有相当一部分成

年人，因成年人有业在身，主要是利用农闲时间学习。后来发现有

些地方官借办社学扰民，曾一度停办。但朱元璋对社学普及的重要

性认识非常深刻，于 年）又下诏各地务必洪武十六 要恢复年（

社学，并用法令来保证民学的功能。《皇明制书》卷九中曾有如下规

定：

子弟，许令有德之人，不拘所在，亦不今后民 拘子弟名

数，每年十月初开学，至腊月终罢，如丁有多暇之家，常读常教

者，听其有司官吏里甲人等，敢有干（敢）于搅扰者，治以重罪

整个明代，社学获得很大发展，普通百姓通过社学受到了礼法

教育 为了让百姓懂礼法，知廉耻，洪武五年（ 年）在大办社学

的同时，还颁布“乡饮酒 ”在各地 这是一种民间集体活动形推行

式，就是在基层乡村按照礼仪来叙尊卑，使百姓互敬互让，达到尊

在行礼时，以年龄为序，年高者居上，有违老爱幼之目的 纪犯法之

人，则不能入席，以此区分良莠，使违法者脸上无光，则不敢再违

法。朱元璋认为这种做法可以使百姓识廉耻、知礼让、父慈子孝、兄

友弟恭，从而达到“宴安而不乱，和乐而不流”的目的。

①《明太祖实录》卷九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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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重典治吏是朱元璋推行礼法制度的另一个组成部分，它是和

教化宣传相结合的 如果说洪武初年基本上是以对礼法制度宣传

教育为主的话，那么洪武中后期采用重典惩治犯罪则是非常突出

的。

朱元璋重典治吏的主要打击对象是贪赃枉法的官吏，对贪赃

者的处罚特别严重，包括施以凌迟处死、斩首、剥皮实草、断手、抽

肠、剕劓、族诛等残酷的刑法，并且被牵连者往往大都难免一死。如

年）的空印案，朱元发生在洪武八年（ 璋发现户部与一些地方

布政司官吏伪造赋税表册从中贪污，结果大开杀戒，户部尚书周肃

及各地衙门主管长官数千人被处死，流放充军者更是有上万人之

多。洪武十八年（ 年）又发生了户部侍郎郭桓等官吏营私舞

弊、侵盗官粮案，结果牵连到礼部尚书赵瑁、刑部尚书王惠迪、兵部

侍郎王志、工部侍郎麦至德等，他们与郭桓及六部侍郎以下及各地

布政司、府、州、县官吏被杀者数万人。空印案与郭桓案被杀人数之

多，在历代惩贪中也是罕见的。除以上两个大案外，洪武年间因贪

赃被处死的高级官吏还有户部尚书赵勉、工部侍郎韩铎、福建布政

使陈泰等。至于府、州、县官吏更是数不胜数。朱元璋规定凡是官

两以上吏贪赃银钞 者，就要受到枭首示众、剥皮实草之刑。以至

到了“今后犯赃者，不分轻重，皆诛之”的程度，甚至于一些声名显

赫的皇亲国戚犯罪后，也没有逃脱严厉的处罚。如永嘉侯朱亮祖、

大都督朱文正曾为朱元璋亲戚，在追随朱元璋打天下时立下大功，

但均因接受贿赂、为非作歹被人告发而被处死。朱元璋的女婿欧阳

年中，因贪赃受重刑伦因走私茶叶被赐死。在朱元璋执政的 处

置的官吏不计其数。由此，也显示出朱元璋重典治吏的果断与坚

朱元璋重典决。 治吏，所打击的对象除了被认为是谋反者外，主要

是贪官污吏。他认为官场之弊病莫甚于贪暴，对“廉能之官或有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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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加宥免，若贪虐之徒，虽小罪亦不赦也”。但对犯一般性错误的官

吏，朱元璋则区别对待，处理较轻，给予改过的机会。如洪武二十四

年（ 年），礼部右侍郎凌驭因工作失职，被降为都察院左都御

史；洪武二十七年（ 年），浙江布政史杨允、参政罗钟等被抓，

后朱元璋查出他们仅犯小错，又官复原职。同年，礼部尚书任亨泰

出使安南，在当地购买仆人，被贬为监察御史。这类公务性错误，很

少有被杀者，多以教训、贬官、罢官处置，与贪赃枉法者的处理有天

壤之别。

朱元璋还将官吏队伍御之以礼法，把治之以重典和对官吏的

有效监督结合起来。这种监督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政府机构对官

吏的监督，一种是民间的监督。

政府的监督主要是考核制度。

明初对官吏有两种考核：第一种是正常的任职期满考核 明初

规定对官吏任满三年考核一次，评语“曰称职，曰平常，曰不称职，

分上中下三等”。对这 类官吏，朱元璋提出“：称职者升，平常者复

职，不称职者降，贪污者付法司罪之，阘茸者免为民。”这类正常的

任满考核由上一级考察下一级，然后将情况汇总到吏部，作为对官

吏升迁的重要参考。

第二种考核即是京察和外察（亦称为大计），是一种不定期的

考核。这种考核主要是揭露出官吏的错误。如果发现官吏存在以

下八种问题的要给予处理，这八种问题“曰贪、曰酷、曰浮躁、曰不

及、曰老、曰病、曰罢、曰不谨”。对这几类要分别做出处理，对老年

有疾者令其退休，贪者革职查办，不谨者解除职务，浮躁或才力不

及者要降职任用。这种考核一般由吏部负责。洪武十一年（

年），朱元璋还推行朝觐制度，让各地官吏携带在任期间的有关文

件，亲自到京师面见皇帝，并在殿堂上由吏部和都察院、六科官吏

当场询问考核，来确定官吏的政绩。考核结束后，朱元璋举行宴会

宴请各地官吏，能否参加宴会和在宴会上的座次要根据官吏的政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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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而定。据史料记载“：称职而无过者为上，赐坐而宴；有过而称职

者为中，宴而不坐；有过而不称职者为下，不预宴，序立于门，宴者
” 这样的宴会不仅是皇出，然后退 帝请吃一顿饭的小事，而是对

官吏的一种激励与鞭策。对政绩突出者，是一种荣誉，鼓励其再接

再厉，保持荣誉；对有过错者，则是一种精神压力，迫使其下次改

错。通过这种考核，朱元璋不仅处罚了一批官吏，也发现和提拔了

一批人才。如王兴宗原为吏仆，后任知县，每次考核成绩均好，结果

提升为布政使。还有一位叫李行素的芝阳县令，因考核政绩突出，

竟破格提拔为刑部侍郎。

朱元璋整顿吏治，除了有正常的考核制度外，还不断完善监察

制度。这种监察制度有两个方面的内容：包括颁布各种法令规定，

让官吏互相约束和互相监督；建立并完善监察机构。

在朱元璋制定的《大明律》中，有多种条文是对官吏的日常工

作、行为规范进行约束的，如对官吏处理公文案牍就有种种规定，

对违反规定的官吏也有处罚措施。《大明律》中还有为防备官吏玩

忽职守而推行的信牌制度，是一种非常典型的监督方式。这种信牌

制度规定“：凡府州县置立信牌，量地远近，定立程限，随事销缴。违

者一日笞一十，每一日加一等，罪止笞四十。”明政府就是这样，通

过法令监督的办法来督促地方官吏对工作的落实。明初还要求各

地官吏下到基层必须先发信牌，要严格按信牌办事，不许任意扰

民。在《大明律。公事 信牌》中还有如下规定：

若府、州、县官遇有催办事务，不行依律发遣信牌，辄下所

属守关者，杖一百。

十二布政司、府、州、县，凡有临民公务，遣牌下乡，指乡

村，坐地名，下姓氏，遣牌呼唤。民至，抚绥发落。有司不如命

者，民赴京诉。

选①《明史 举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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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信牌本身就是对办事官吏的一种监督。除信牌外，《大明律》对

官吏擅离职守、结党营私、谗言诬陷都有明确的律令处罚，甚至规

定凡上司官吏到基层部门出巡视察，禁止基层官吏出城门迎送等。

由于这种法律的细致和可操作性，使得每个官吏对日常行为规范

是否合法有准则可依，可以自查，并处在同行们的监督之中。另外，

都察院和六科制度的建立，使监察机构也臻于完善。都察院都御史

的职责是“纠劾百司，辩明冤枉”，并规定：

凡大臣奸邪、小人构党、作威福乱政者，劾。凡百官猥茸贪

冒坏官纪者，劾 凡学术不正，上书陈言变乱成宪，希进用者，

劾。遇朝觐、考察，同吏部司贤

在都御史之下，还设立十三道监察御史一百一十人，分别行使

对各省地方官吏的监察职权。

都察院之外，明政府针对六部另设六科给事中，每科给事中七

至十余人不等，共数十人。给事中的职责是“侍从、规谏、补阙、拾

遗、稽察六部百司之事”，有相当大的监察之权，可以对六部官吏

“拾遗纠其不职者”“，职专参驳纠劾之事”。

这种由给事中监督中央政府六部官吏，御史都察地方部门官

吏的监督制度的不断健全与完善，形成了对官吏日常行为极大的

约束力。

让老百姓来监督官吏，赋于民告官的权利，这是朱元璋重典治

吏方面的另一 在明初的《大明律》、《大诰》中都有允许个有力措施

民赴上级部门告地方官的条文。朱元璋还以御制的形式颁布了《教

民条文》，甚至规定了如遇地方官作恶严重，允许当地乡贤绑来京

师问罪处理之条。据《洪武御制全书》载：

朝廷设官分职，本为安民。除授之际，不知贤否，到任行

事，方见善恶。果能公勤廉洁，为民造福，或被人诬陷，许里老

①《明史 职官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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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等遵依《大诰》内多人保奏，以凭办理。如有贪赃害民者，亦

许照依先降牌内事例，再三劝谏，如果不从，指陈实迹绑赴京

师，以除民害。

当然，朱元璋赋与民告官的权利绝不是让任何一个老百姓都可以

随意告官，而是将这种权利赋于所谓的地方乡贤、耆民、耆老等，这

些人物多是在地方上有一定声望、有一定财力的乡绅，是所谓“德

行超群，市村称善”的人。朱元璋赋于这些人相当广泛的权利，他们

可以联名向皇帝奏明当地地方官的善恶和优劣，并且可以直接入

京觐见皇帝，可以处理当地的一些民事纠纷，甚至把地方危害过大

的官吏绑赴京师。当然，最后这点是非常难以做到的。这些耆老、

耆民是由乡里推举或地方政府礼聘的。朱元璋统治后期，经常让各

地推选耆民，如洪武二十二年（ 年）八月，诏令曰“：天下府州
”县各 洪举高年、有德识、达时务、言貌相称、年五十以上者一人

武二十三年（ 年），又下令“：选天下耆民才智可用者，得千九

诏令又曰朱元璋还经常接见这些被选出的耆民百十六人。” ：

“天下州县选民间耆年有德者每里一人，以次来朝。既至，令随朝观

政，三月遣归。”朱元璋正是通过这些耆民，来加强与下层百姓的

沟通，维护其封建皇权对基层的全面控制，同时也利用这些民意代

表来监督地方官吏，起到皇帝在各地的耳目作用，随时了解地方官

在各地的政绩，以此作为对官吏升迁使用的一个标准。 当然，作为

民选代表的耆民多是地方的地主大户，与地方官府有千丝万缕的

联系，能否真正代表民意监督官府则让人怀疑。特别是到明后期，

多数民间耆老更是与地方官吏同流合污，营私舞弊。正如顾炎武所

言：

①《明太祖实录》卷一九七

《明 六太祖实录》卷

③《明太祖实录》卷一九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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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世之者人，则听役于官而靡事不为。故稍知廉耻之人，

不肯为此，而恁为之者，大抵皆奸猾之徒，欲得势以凌百姓者

也。其与太祖设立者人之初意悖矣。①

尽管民选代表监督官吏这种方法在后期出现了许多问题，但

朱元璋让百姓代表来监督官吏不失为一个创举

四

明初朱元璋重典治吏，制定了许多严酷而让人不寒而栗的刑

法，并且还以谋反、谋叛、贪赃枉法等罪屡施大狱，处死了许多高级

官吏，但是整个社会仍然保持了高度的稳定，经济仍在持续向前发

展。正如《明史》所载：

明太祖惩元季吏治纵驰，民生凋弊，重绳贪 之严典吏，

一时守令畏法，洁己爱民，以当上指，吏治焕然丕变矣。下

逮仁、 息，民人安乐，吏治澄清者百余年。宣，抚循休

循吏传》统计，共载循吏一百二十余人又据《明史 ，其中洪武、永

乐两朝就达百人以上，并且还有“尚多不入循吏传之循吏”。

朱元璋的吏治政策从总体上看是成功的，导致了当时的政治

清明和经济发展。我认为之所以成功主要归于以下几点：

一是朱元璋重视宣传法纪和严肃法纪相结合，对各级官府、学

校、社会乃至家庭，上到王公贵族，下到普通百姓，对要求其遵循的

礼制和法令进行了大规模的宣传与教化，使各级官吏及百姓对必

须遵循的行为规范一目了然，对法纪宣传到了家喻户晓的程度，彻

底纠正了元末因战乱而导致的纲纪毁坏、人们无法可据的混乱状

态，使人们有法可依，可依法办事。犯法必被治罪，这种观念已深入

人心，无论是各级官吏还是百姓对礼制与法制都有敬畏和认可的

①顾炎武：《日知录》卷八

②《明史 循吏传》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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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态。尽管执法较严，对犯罪处罚较重，但没有引起人们的不满与

反抗。

二是法令和监督机制比较完善。明初，不仅有比较完善的法

令，而且对各级衙门的官吏职责有具体规定，其行为为法令所约

束，不能随心所欲地放任自己 另外监督比较得力，不仅有政府机

构的监督，而且有百姓代表监督，扩大了民间对政治参与的范围。

官吏的一言一行处在有效监督之下，政绩突出者得到表彰，犯法者

立即得到处罚，有利于稳定民心，稳定政局。

三是执法严格，重点突出。明初执法之严为历代所罕见，但重

点是打击贪官污吏。尽管明初法律严酷，但主要是严惩那些谋反、

谋叛和贪赃枉法的官吏。那些把国库钱财或百姓的赋税据为己有，

或贪污受贿、为非作歹的官吏，是广大人民群众极为痛恨的一批社

朱元璋采取严厉措施打击他们。既维护了国家的会蛀虫。 利益，也

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愿望，是深受各阶层拥护的。至于犯其他过错的

官吏，虽然也受到法纪的处罚，但与谋反贪赃的处理仍是有区别

的，处理一般较轻。谋反、贪赃的官吏毕竟还是官吏中的一小撮人，

重刑打击他们是给一些犯有过错者一种震慑作用，通过反面教员

来教育大多数官吏循公守法，也达到了稳定封建秩序的目的。

当然，朱元璋采取重典治吏，虽然有效地打击了官吏贪赃枉法

的恶劣行径，澄清了吏治，但在执法过程中也出现了打击面过大、

杀人过多等问题。特别是族诛等刑罚过于残酷，往往株连无辜，制

造了一些冤案。同时他任用特务侦缉，大兴诏狱，法外施刑，也造成

官吏人人自危的局面。同时，监督制度仍有不够完善的地方，如让

百姓监督官吏的措施仍不够得力，甚至流于形式，难以保证有效监

督。这些经验和教训都是值得我们加以借鉴与吸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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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外交成就刍议

郑和下西洋，距今已有五百多年了。五百多年以来，郑和的不

朽业绩，一直为后人所传颂。郑和下西洋已成为中外人民之间友好

交往的象征。郑和下西洋的时代，距我们越来越远了，但是郑和作

为一位杰出外交家的高大形象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远去。在

改革开放的今天，有关郑和下西洋的许多课题仍 待开发，郑和下

西洋中的经验和教训仍需要认真总结。本文试就郑和外交方面取

得成功的因素加以探讨。

一

郑和是明初外交政策忠实的执行者和实践者，也是明初外交

盛世的开创者之一。他杰出地执行了明成祖对外开放的外交方针，

七下西洋，足迹遍及海外三十余国，开创了中国与亚州、非州友好

关系的新纪元，建立了一种各国之间友好相处、互通有无的国际新

秩序。在七下西洋中，郑和的外交才华得到了充分的显示，不愧为

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位伟大的外交家。

明朝初年，中国与海外诸国的关系仍处在一个不稳定的时期，

中国与邻国之间的关系曾一度紧张，有许多矛盾迫切需要解决。由

于元朝时推行大规模的征服与扩张政策，在周边国家中造成严重

影响，留下了抹不去的阴影，各国都对元朝时的中国有或多或少的

恐惧心理 明朝建立后，要开创一个与周边国家友好相处的和平局

面，并非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阻力相当大。如洪武十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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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明朝遣使赐三佛齐印绶，爪哇诱而杀之，大明天子“亦不能问

罪”。永乐初年，锡兰“有中国佛教徒来献香火于佛齿圣塔，为国

王维哲耶巴虎六世所虐待” 。在缅甸、老挝、撒马尔罕等邻国，在

洪武年间都出现了阻挠、扣留明朝外交使节的事件，明朝的威望受

到挑战。明成祖即位后，要重新恢复由于靖难之役而受到损害的形

象，要稳固在国内的统治，要解决来自北方蒙古的威胁，都迫切需

要在外交上打开局面，需要与周边国家发展良好的关系，树立起天

朝大国的形象。郑和下西洋，便担负起了这一艰巨任务。他不辞劳

苦，颠簸于风高浪急的大海之中，往返于太平洋、印度洋沿岸诸国

之间，以其高超的外交才干解决了一系列棘手的问题，通过多种方

式发展了与各国之间的关系，维护了海上的安全，有力地提高了明

朝在海外诸国中的威望，确立了明朝在当时亚州诸国中的领导地

位，导致了“诸番振服”“，无不祇顺王命，共皆仰体皇仁，恪遵敕谕”

的外交新局面。

纵观郑和下西洋，其外交特点鲜明，方式灵活，外交才干一览

无余地展示于世人面前。

其一，郑和以经济互利来推动外交。郑和每到一地，均让当地

统治者和人民知道，中国是一个经济发达的大国，与中国开展交

往，对双方经济发展均有好处。互通有无才会在政治上互相信赖，

在经济上取长补短。郑和使团所携带的物品多为丝绸、棉布、药材、

瓷器、铁器、书籍等，这些东西对当时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海外各

国人民有极大的吸引力，他们迫切希望得到中国的货物。在占城、

暹罗、榜葛喇等国，自国王至一般百姓，都载歌载舞欢迎郑和船队，

以获得中国货物为荣，当郑和船队所到之处，当地统治者率“其部

①《明史 三佛齐传》

张星烺：《中西交通史资料汇编》，第六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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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领皆乘马，出郊迎诏，下象膝行，匍匐感恩” 由于郑和的宣传，

海外国家也逐渐领略到了中国物质文明的先进，到中国来经商者

日多 而明朝从这种经济往来中也获得了外来商品，丰富了市场，

“由是明月之珠，鸦鹘之石，沉南龙连之香，麟狮孔翠之奇，梅脑薇

露之珍，珊瑚瑶琨之美，皆充舶而归”。从海外引进的香料、染料、

药材等，对人民生活也有一定的帮助，同时对市场繁荣和商业的发

展也有促进作用。

其二，郑和以文化交流来促进外交。有着 千年悠久历史的中

国传统文化高于尚不发达的周边国家的文化，许多周边国家对吸

取中国文化有浓厚的兴趣。郑和非常了解这一点，他出使国外，非

常重视文化的交流，始终把文化交流作为促进外交活动的一个有

效手段加以利用。郑和每到海外一地，均向当地官方赠送历书、文

化典籍、服装等等，并将科举制度、建筑技术、农业生产技术等加以

传播，对海外一些国家的社会发展和社会 郑进步产生了深远影响

和认为自己远行海外，是要“扫胡元之弊习，正华夏之彝伦，振纲常

以布中外，敷文德以及四方”。同时，郑和下西洋也输入了海外的

文化，并把它们引入中国 如郑和曾将南洋国家的建筑、绘画、雕刻

等方面的技术带回国内，把它们融入到中华文化之中。通过这种中

外文化之间的互相交流，密切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使明朝与海外

诸国之间的关系走上了正常发展的道路。

其三，郑和以调解各国之间矛盾、促进团结来拓展外交。当时

在东南亚及印度洋各小国之间矛盾甚多，冲突不断。各国为了在与

邻国的争端中确立优势，都希望得到强大的中国的支持。对此种局

面，郑和所到之处，不是借他人矛盾趁机渔利，以便获得好处，而是

①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七。

②黄省曾：《西洋朝贡典录》序言

③ 费信：《星槎胜览》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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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实地执行明成祖的外交方针，不偏袒和支持任何一方，全力调解

矛盾，使各国之间和睦共处。如他调解暹罗和满剌加的冲突就是个

极好例证。当时暹罗势力较大，经常入侵满刺加，满刺加国王遣使

入明，希望明朝廷“遣人谕暹罗王，无肆欺凌，不胜感恩之至”“，上

命和赍敕谕暹罗国王”。郑和此次去暹罗滞留月余，又数次往返于

暹罗与满刺加之间，反复劝说暹罗国王曰：

宜恪遵天命，睦邻通好，省谕下人，勿肆侵侮，则见王能敬

天事大，保国安民，和睦邻境，以副朕同仁之心。①

由于郑和卓有成效的努力，最终使两国化干戈为玉帛，表示了要友

好相处的意愿，这一地区的战乱也因此而平定。另外，在下西洋途

中，郑和还对爪哇与苏门答腊之间、锡兰与周围小国之间的冲突多

次加以调解，都收到了积极效果。通过调解矛盾，平息地区冲突，也

树立了明朝在周边国家的威望。

其四，郑和以军事力量为后盾来维护外交成果和国家尊严。郑

和深知在远航中如没有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作后盾，就没有安全

可言，也无法维护国家的尊严。他在七下西洋中，每次都带有一支

有上万士兵组成、装备精良、战斗力很强的队伍。这支队伍的随行，

为明朝树立大国形象和郑和顺利开展外交活动提供了有力的保

障。因为当时海上并非风平浪静，有倭寇和海盗的骚扰，有所到之

处的武力威胁。郑和携带的武装力量，并非为了掠夺别国的领土和

财富，但是为了自身的安全和远航的顺利，为了国家的尊严，有时

也不得不使用武力或武力威慑来达到目的。如对残杀明朝官兵和

商人的爪哇西王都马板，郑和不仅义正词严代表明成祖加以谴责，

而且兵临城下迫使其认错畏服。对于活动在南洋海上抢劫过往船

只的中国海盗头子陈祖义，郑和也当机立断予以歼灭，保证了海上

航道的畅通。对于“不睦邻国，屡邀劫其往来使臣，诸蕃皆苦之”，又

①《明宣宗实录》卷二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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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图杀害郑和、抢掠郑和船队的锡兰国王亚烈苦奈儿，郑和也将其

生擒，带回国内。后经明成祖批评劝告，亚烈苦奈儿表示愿意改正

错误，又被释放回国，此后没再干海上打劫的勾当，南亚海上商路

也得以畅通。

郑和在出使中，将原则性和灵活性很好地结合起来，在大是大

非面前，他坚持原则，毫不妥协退缩；同时又表现出灵活的态度，处

理问题时既维护了天朝大国的尊严，又为发展与邻国之间日后的

友好关系奠定了基础。如在爪哇问题上就是如此。爪哇西王无故

杀害明朝去此经商的郑和船队官兵与随行商人一百七十余人，引

起明朝的极大震动与愤慨，明成祖对其严加谴责，并委托郑和处理

此事。后西王害怕明朝对其报复，遣使谢罪，并答应赔偿明政府要

求的六万两黄金。但后来仅偿付一万两，其余暂时无力偿付。明朝

部官吏希望郑和船队施加压力让其全部偿付赔偿金。但郑和从

发展两国关系的长远目光出发，仍坚定地执行了明成祖“远人欲其

的指示方畏罪则已，岂利其金耶？且既能知过，所负金悉免之”

针，虽然大兵压境，完全可以使用武力对其惩罚，但在对方认错后，

爪哇西王在明政府恩威仍避免使用武力，和平地解决了这一问题

并施之下，也不敢再有冒犯之事，并对郑和怀有感激之情，此后连

年朝贡不断。两国关系得到顺利发展。

又如在郑和擒斩盘踞在旧港的海盗头目陈祖义后，又上疏明

成祖，希望让陈祖义的部下施进卿继续管理生活在南洋一带的华

侨，于是明成祖下令“：设旧港宣慰使司，命进卿为宣慰使，赐印诰

冠带、文绮纱罗 ”这种作法，引起当时一些官吏的误解，认为郑和

有纵容海盗之嫌，陈祖义与施进卿是“同罪异罚”，可能对日后产生

不利的后果。实际上郑和对此事处理的非常恰当，对于屡行海盗活

动的陈祖义打击毫不手软。施进卿虽为陈之部下，但不满陈的所作

①黄省曾：《西洋朝贡典录》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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